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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技术红利”的概念视角下，通过深度访谈、扎根理论等多元质化方法，关注农产

品电商平台的技术红利为何以及如何经由能人实现再分配。研究通过编码提炼出“资金-媒介-规模的结

构化困境”与“技术红利的转译式分配”两个核心范畴 ：农户在资金储备、媒介技能及经营规模上存在

准入平台市场的结构化困境，而能人则是带动农户参与电商红利共享的重要路径。能人、农户、基层干部、

电商等多元异质主体组成技术红利共享的行动者网络，其中，能人作为关键转译者 ：一方面将乡土关系

转化为契约理性的经济联结，另一方面建立广大农民对电商的媒介信赖，从而实现电商嵌入及技术红利

再分配。此外，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建构“能人转译”方法论，既对技术红利理论进行本土化

诠释，也对中国发展传播学作出中观层面的尝试，并致力于洞悉人才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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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进入信息社会以来，国家不断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重要方向，发

挥着“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①近年来，城乡之间数字鸿沟不断缩小，农村网民数字素养也获得了

大幅提升。同时，国家在战略层面开始实施“互联网 + 小农户”计划以提升农户发展能力，并聚焦农产

品市场，提出“数商兴农”“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希望以数字媒介应用或电子商务赋能，促

进乡村发展和农民增收。

我们都期待电商平台能获得推动城乡生产消费有效对接、促进经济要素平等交换的媒介潜能，但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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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赋能并非工具性的，而是依赖于一定社会条件及社会组织形式。实际上，直接通过电商平台实现增收

的农户较少，不少参与农产品电商的普通农户常处于已退出或艰难维持的状态。成功者多为从事农民专

业合作社、涉农企业、家庭农场或种养大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更多普通农户则必须经由经营主体

的带动或雇佣才能从中获得赋能，体现出明显的“能人依赖”特征。国家数字乡村发展政策也强调 ：“支

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网络销售区域特

色农产品”。②上述现象和战略，皆可被称为“数商兴农”的能人路径。他们常被赋予“新农人”、“领头雁”

或“新型职业农民”等称谓，属于现代乡村经济能人，是实现电商平台与广大农民有效对接的关键性沟通

中介。

那么，普通农户为何难以直接从电商平台获得增收而必须经由能人带动呢？乡村经济能人在其中又

起到怎样的作用？本研究将在“技术红利”概念视角下，围绕乡村情境中电商平台技术红利分配的能人

路径展开中观研究，从而为数字赋能乡村发展提供镜鉴，也为技术红利理论提供一种本土化诠释。

二、文献回顾

（一）媒介赋能 ：“数商兴农”的内在逻辑

媒介赋能是“数商兴农”的内在逻辑，它旨在为农民提供农产品销售的互联网渠道，提升广大农民收入，

增强城乡间经济要素流动。“赋能”又称“增权”“赋权”，是以无权或弱权群体为对象的效能激发或资源

赋予。③在传播学中，赋能理论与发展传播学密切相关，罗杰斯将赋能视为一种传播过程，大众媒体在赋

能中具有重要作用 ；④互联网作为一种革命性媒介，也能够改变社会权力结构、为弱势群体赋能。⑤

就数字媒介赋能农民增收的议题而言，短信能够改善信息不充分现象，赋予农民市场套利机会，⑥印

度渔民、⑦柬埔寨米农⑧的研究均得出类似的结论。电子市场也能够促成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⑨增强市

场流动，⑩打破地理区位并形成无摩擦的市场。⑪在中国，数字媒介赋能农民增收的机制可归纳为“打破

信息不对称”、“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和“解除市场准入限制”，⑫数字平台也能够快速整合

城市与乡村两个市场，推动城乡融合。⑬但也有研究发现，小农户相比于乡村精英并未实现与电商的直

接对接 ；⑭数字媒介对农民赋能存在分化现象，电商采纳可能会加剧农户内部的不平等。⑮

可以说，“数商兴农”是一场复杂的经济或社会实践，仅从“媒介赋能”角度很难对其进行充分解释，

因为 ：第一，媒介赋能的“能”在多数情况下指媒介接近权或话语表达权的机会资源，并非指经济收益，

具有媒介内容中心的狭隘性 ；第二，已有研究关注到赋能可能因人和情境而异，⑯但并未就相似情境或群

体内部的赋能差异做出解释 ；第三，在媒介赋能的技术逻辑以外，它并未关注媒介应用的社会基础，以

及人对媒介的主动使用，因此亟需引入更恰切的概念工具以对其展开有效讨论。

（二）技术红利 ：基于分配的视角

由于媒介赋能的解释力困境，本研究试图从分配视角入手，引入“技术红利”概念。所谓“技术红利”，

是指应用某项技术带来的超额收益，它也可以被视为行动者在既有社会结构下所争夺的一种资源。本研

究将借助于“技术红利”的概念坐标，聚焦于电商平台应用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构建一种对中国乡

村技术红利分配路径解释力框架，以与既有研究展开对话。目前的技术红利研究存在如下路径 ：

第一，关注人力资本与技术红利分配之间的关系。互联网“接入沟”缩小之后，“使用沟”成为影响

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⑰个体的应用方向和能力会影响其互联网使用所获得的收益。⑱有学者甚至将互

联网技能转化为经济收入的能力称为“数字人力资本”。⑲但此类研究多从个体的人力资本出发解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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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分配差异，而较少关注导致人力资本分层的结构性因素。

第二，基于技术特性分析红利分配差异或机制。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将互联网“开放”“连通”等

媒介特性作为分析基点，认为互联网降低了普通人分享技术红利的门槛并使受益群体扩大，⑳认为这是一

项能够促成普惠的媒介技术。研究发现，互联网的连通性能让电商用户准入一个趋于无穷大集的充分连

通市场，㉑并将电商用户的边际成本降低到几乎为零。㉒这存在一种将互联网技术乌托邦化的倾向而未能

触及技术的社会性。

第三，从社会基础探讨技术红利分配机制问题。美国学者默顿就曾质疑对技术进步的简单迷信，认

为是技术应用所处的社会结构而非技术本身的特性影响着社会发展。㉓张茂元在对近代机器缫丝技术的比

较研究中也发现，社会结构深刻影响着新技术应用的利益分配规则。㉔这些视角都提醒我们 ：在检视从互

联网媒介特性出发的技术红利研究时，尤其需要关注媒介技术应用的社会或文化基础，并考察社会或文

化如何影响技术红利的分配。

就农产品电商平台的社会应用而言，一方面，乡村的人口、经济、自然等结构性因素相比城市制衡

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农产品利润空间较小，电商对农户状况的改善空间也相对有限。因此，

本研究将沿着第三条脉络，将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尤其是能人与普通农户之间的社会经济分化，作为

讨论技术红利分配路径的逻辑起点和关键视角。

（三）从士绅文化到经济能人

对乡村能人的关注，可以追溯传统中国的士绅文化。通过关注士绅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也可获得

对当今乡村能人现象的研究启发。

中国古代的士绅阶层，即地方社会德高望重并掌握管理权力的人。费孝通认为，传统社会的治理结

构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平行运作的“双重轨道”，�士绅阶层在双重轨道间担任着转换、沟通的

结构性角色，他们既是皇权在地方的代理，也承担着地方水利、自卫、调解、互助等公共事务的管事

责任。㉖杜赞奇将这一阶层分为保护型和营利型，两者构成“双重经纪”，保护型经纪既能维护地方利益，

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工具。㉗20 世纪初，战争频仍，乡村凋敝，贤者离乡，地方被土豪劣绅所把持，

出现了杜赞奇所言保护型经纪向营利型经纪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土豪劣绅被打倒，

士绅阶层也基本消失了。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农民进城务工，人才“孔雀东南飞”，乡村日益空心化，土地荒芜、发展乏力、

儿童留守等问题层出不穷。于此，国家强调“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鼓励贤能之人返乡治村。

尽管此举脱胎于传统的士绅文化，但时代背景与内涵却不尽相同，有学者将在乡村治理中担任重要角色

的能人群体描述为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

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㉘乡村能人即属于这一范畴。贺雪峰将经济领域的“能人”界定

为产生于乡村经济分化且占据较多资源的大户，他们通过雇工、借贷、信息与技术建立不同于传统的现

代型社会关联，拥有更多面向村庄外部发展的机会。㉙

由此可见，基于乡村的实际情况，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数商兴农”，皆亟需重建一种能人路径。费

孝通、杜赞奇等人的研究启示在于 ：研究经济能人，不能仅关注能人个体，而应关注他在数字乡村发展

中所扮演的沟通性、转换性角色。正如杨联陞所言，中国文化中具有一系列的“媒介人物”，㉚而乡村能

人即可视为一种媒介人物，他们成为促成乡村社会结构性变迁的中介。因此，本研究提出的研究问题为 ：

在乡村情境下，源自农产品电商的技术红利为何以及如何经由乡村经济能人实现再分配？一方面，思考

普通农户为何难以直接触及技术红利，而需依赖能人的再分配 ；另一方面，则关注能人在技术红利再分

配中所起的作用。

能人转译：“数商兴农”的媒介技术红利分配机制 ·乡村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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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在线观察与扎根理论的多元质化方法，通过在线观察与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收

集资料，然后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研究以抖音平台的农产品电商用户为对象。在抽样上，总体遵循理论抽样，少数使用滚雪球抽样 ：

第一阶段尽可能联系异质性的对象进行访谈，共计 10 位 ；第二阶段形成半结构化访谈提纲，以农业经营

和电商经营情况作为异质性依据继续抽样，共计访谈 14 位 ；第三阶段访谈 12 位，确认理论饱和。在总

计 36 位访谈对象中，对其中四组经营体系（包括基层干部直播带货、电商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

了不同参与主体的访谈，目的在于使数据形成交叉印证。在上述三个阶段的研究中，研究者对目标对象

的短视频、直播及店铺进行为期一周的观察，记录观察笔记，确认符合本研究抽样标准后，通过私信发

出访谈邀约，由于账号主体粉丝私信过多或对平台不信任等原因，实际抽样过程也受到研究对象意愿影响。

最终访谈的 36 位研究对象情况如下表 ：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

·乡村传播研究·

序号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省（区、市） 经营情况

1 P1 男 26 本科 湖北 普通农户，返乡农民

2 X1 女 90 后 本科 重庆 家庭农场，生态农业

3 P2 女 65 小学 广东 普通农户，传统农民

4 Q1 女 26 本科 重庆 三农主播

5 P3 男 55 初中 广西 普通农户，种植 ；参与同村农产品电商

6 X2 男 31 大专 广东 合作社带头人，公司创始人

7 X3 男 90 后 本科 四川 家庭农场，返乡农民

8 X4 男 39 大专 广东 合作社带头人，公司股东之一

9 Q2 男 27 大专 四川 三农主播

10 P4 男 56 小学 湖北 普通农户，种植 ；参与同村农产品电商

11 X5 男 29 初中 江西 返乡创业，电商公司

12 Q3 女 33 本科 四川 镇政府志愿三农主播

13 Q4 男 49 本科 四川 镇长，牵头直播（与 Q3 同事）

14 P5 男 28 初中 湖南 普通农户，养殖，返乡农民

15 X6 男 38 初中 云南 农产品电商公司创始人

16 X7 男 36 大专 广东 返乡农民，家庭农场

17 X8 男 46 本科 黑龙江 合作社带头人

18 X9 男 45 大专 湖北 合作社带头人

19 P6 男 55 初中 四川 普通农民，养殖 ；参与同村农产品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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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后，将访谈录音转为逐字稿，依据访谈日期对访谈资料进行编号（例如 ：P1 的访谈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29 日，编号为 20230429），整合观察笔记、备忘录与逐字稿，共计 39.2 万字，纳入 Nvivo12 编码，

访谈与编码交替进行。其中，有 3 位访谈对象同意接受访谈但出于隐私原因拒绝录音，研究者采取了访

谈中笔记及事后回忆的方式记录成访谈资料，其余对象在访谈中所提不愿曝光的内容也在编码前删除。

（二）编码过程

扎根理论旨在从经验资料基础上建立理论。㉛LaRossa 在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型

扎根理论的基础上，将编码步骤合并为三步 ：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㉜本研究的编码步骤以

LaRossa 的版本为依据。

首先，对数据保持开放，进行开放编码。用关键词将事态标记、抽象出来，形成概念范畴，以范畴

无新增原则检验编码饱和。㉝开放编码与访谈交替进行。根据抽象程度不同，本研究将开放编码分为“标

签化”（一级）与“概念化”（二级），在全部资料经过概念化且达到饱和之后，获得 16 个概念化编码。

其次，进行主轴编码（三级）。在研究问题基础上，在概念化编码的基础上进行范畴的聚类。研究参

考程序化扎根理论的典范模型，㉞形成“平台市场的准入限制”“农户的有限能动性”“城乡流动资本”“乡

土责任”“电商红利的转译网络”5 个范畴。

再次，进行选择编码（四级）。在主轴编码后得到的 5 个范畴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分析提炼核心范畴。

本研究将选择编码的目的聚焦于回答研究问题，形成 2 个核心范畴，即“资金-媒介-规模的结构化困境”

能人转译：“数商兴农”的媒介技术红利分配机制 ·乡村传播研究·

* 表格中，P 开头的编号为普通农户，共计 13 人 ；X 开头的编号为起到带动农户参与电商发展的乡村经济能人，共计 16 人 ；

Q 开头的编号为其他类型的涉农电商用户，共计 7 人。

20 Q5 男 45 大专 陕西 村支书牵头直播，现已停播

21 X10 男 40 初中 广西 前返乡农民，现离村

22 P7 男 37 大专 广西 普通农户，种植

23 X11 女 29 本科 浙江 返乡农民，家庭农场，民宿

24 X12 男 45 本科 河南 合作社带头人

25 P8 男 35 中专 安徽 普通农户，养殖 ；参与同村农产品电商

26 X13 男 38 大专 湖南 养殖农场

27 X14 男 45 大专 安徽 返乡农民，养殖

28 P9 男 33 中专 安徽 普通农户，养殖农场

29 X15 男 29 本科 贵州 家庭农场，生态农业

30 P10 女 55 小学 河南 普通农户，种植

31 X16 男 33 本科 四川 返乡农民，农产品电商公司创始人

32 Q6 女 51 小学 四川 村播，X16 公司主播

33 Q7 女 55 初中 四川 前三农主播，现 X16 公司直播助理

34 P11 男 58 初中 广东 传统农民，属 X2 合作社的普通农户

35 P12 女 67 小学 广东 传统农民，属 X2 合作社的普通农户

36 P13 男 59 初中 云南 传统农民兼村长，X6 电商公司的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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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编码
主轴编码（三级） 选择编码（四级）

标签化（一级） 概念化（二级）

需要缴纳押金 ；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办理耗资 ；经营
许可证等其他资质证明；平台回款 7+7，资金流转量大；
直播话术引封号 ；封号无法提钱

信任缔结的成本倾斜

电商平台的
准入限制

资金-媒介-规模的
结构化困境

流量规律凭感觉 ；算法分配流量 ；可能被限流 ；流量竞
争激烈 ；花钱“投流”；“投流”要向“成交”转化 ；玩

“自然流”，延长直播时间 ；尝试多个抖音号 ；刷高流量
和评分

可见性不平等分配

部分农产品不适合物流 ；小规模农产品无法降低物流成
本 ；农产品物流包装费用 ；量大可以抵消物流成本 ；地
域间物流成本差异

物流规模经济门槛

地形地貌；农产品种类限制；人口结构空心化、老龄化，
青年少

自然条件与人口结构

农户的有限能动性
地少难耕 ；分散，规模小 ；小农户难以获得先进技术 ；
小农户资金不够 ；产量少导致的销售模式受限 ；小农无
法抵抗资本

分散化家户经营

短视频当朋友圈 ；只玩但不做电商 ；不懂流量规律 ；缺
少资本 ；缺少团队 ；缺少电商技术

数字媒介的使用鸿沟

参加培训结识同行，提升技能 ；返乡创业前计划周密 ；
实地走访多家农场或合作社 ；前职业的技能积累 ；销售
资源积累 ；长期摸索过短视频或直播 ；已有农业经验

人力资本积累

城乡流动资本

技术红利的
转译式分配

城市务工获得资金积累 ；当兵的资金积累 ；借钱 ；小额
资金投入

经济资本储备

乡村振兴鼓励青年返乡 ；“谁来种地”引起共鸣 ；农村
需要年轻人

政策动员

乡土责任同情家乡老辈农民 ；家乡荒凉 ；挂念家乡发展 ；对村民
要负责任 ；故乡依恋

故乡情结

父母赡养 ；子女上学 家庭伦理

农民专业合作社（+ 涉农企业 / 政治主体）+ 电商 ；家
庭农场（生态农业 / 特色农业）+ 电商；涉农电商公司；
基层干部直播助农 ；雇工或提供就业岗位

乡土关系的经济联结

电商红利的
转译网络农户拒绝尝试电商模式 ；帮农户直播带货遭遇拒绝 ；农

户洽谈电商合作的沟通难题；长期磨合让农户接纳电商；
电商信任的关键在人；村干部居中为能人电商创业背书；
电商无需农户信赖

电商嵌入的信赖建立

和“技术红利的转译式分配”。以上编码的完整过程如表 2 所示。

表 2   编码体系表

编码完成之后，本研究在各范畴的基础上串联“故事线”，形成乡村电商平台技术红利分配机制的解

释框架（如图 1）：一方面，数字平台并未解决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难题，相反电商平台在资金储备、媒

介技能及经营规模上，相对农户的有限能动性形成三重因素的铆合，普通农户准入电商平台存在“资金-

规模-媒介的结构化困境”。因此，经济能人的再分配是普通农户参与电商红利共享的重要路径。另一方

面，以返乡青年为主体的乡村经济能人是破解上述结构化困境并实现技术红利向普通农户再分配的关键。

·乡村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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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中层概念“技术红利的转译式分配”以解释技术红利再分配的过程，并提出红利转译网络的

两个具体维度 ：将传统的乡土关系转化为现代经济联结，形成内生性的乡村经济体，以及在此基础上建

立传统农民对电商平台的媒介信赖，实现技术红利共享。

图 1   农产品电商的技术红利分配路径

四、结构化困境：基于农户与平台市场的双重视角

互联网平台在其自身的技术特点上提供了一个开放与连通的空间，但为何普通农户在参与电商中面

临普遍化和结构化的困境，难以直接触及电商平台的技术红利而需依赖能人再分配呢？吉登斯认为，当

行动者不拥有实施权力的资源时，个体的能动性会受到具体境况的限制。㉟相对平台而言，普通农户资源

有限，始终处于有限能动者的位置，便很难实现与平台市场的有效对接。

（一）农户的有限能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包产到户”使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得以被激活，国家也倡导乡村振兴要“坚持

农民主体地位”，但“缺少组织的一家一户式个体农民显然不可能成为振兴乡村的主体”。㊱农户的分散经

营导致了小生产如何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这一难题也延续到了农户的平台参与上。

首先，农村地形地貌、农产品种类等自然原因，以及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等人口因素，都使农户的

能动性较为有限。这导致种植豆芽、空心菜的农户只能选择传统销售模式。其次，农户的小规模经营、

资金-媒介-规模的结构化困境资金-媒介-规模的结构化困境 技术红利的转译式分配技术红利的转译式分配

电商红利的转译网络电商红利的转译网络

城乡流动资本城乡流动资本 乡土责任乡土责任电商平台的准入限制电商平台的准入限制

农户的有限能动性农户的有限能动性

信任缔结的成本倾斜信任缔结的成本倾斜

可见性不平等分配可见性不平等分配

物流规模经济门槛物流规模经济门槛

自然条件与人口结构自然条件与人口结构

分散化家户经营分散化家户经营

数字媒介的使用鸿沟数字媒介的使用鸿沟

乡土关系的经济联结乡土关系的经济联结

电商嵌入的信赖建立电商嵌入的信赖建立

政策动员政策动员

故乡情结故乡情结

家庭伦理家庭伦理

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

经济资本积累经济资本积累

困境的困境的

结构化结构化
困 境化解困 境化解

能人“回 嵌”乡村能人“回 嵌”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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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运作，难以触发规模经济的优势，无论在直播还是在物流上都无法直接实现成本递减。再次，农户

在媒介使用方面存在双重的“使用沟”，不仅老龄化务农群体的媒介技能较弱，而且电商对经营者资金

储备的门槛也让一些人望而却步 ：“咱们普通人要尝试电商，缺少资金和团队，是很难做得起来。”（P8，

20230711）

（二）电商平台的准入限制

随着竞争的内卷化，电商平台也形成了相应的准入门槛，普通农户往往因为缺乏参与竞争的可能性

条件，不能直接获得数字赋能。更甚者，作为新型经营主体的能人也或多或少受困于平台的高门槛，并

在电商实践中时刻面临风险。

1. 信任缔结的成本倾斜

现代市场交换以系统信任为核心机制，㊲常依赖于组织管理和支配控制得以维系。㊳数字平台作为维

系系统信任的中介，它借助于严格的认证制度、在线信誉系统、第三方契约服务以达成在线交易的系统

信任。但信任缔结的成本，却常向卖方主体倾斜，它体现为电商平台中所设定的资质、保证金及回款模式。

一方面，资质和保证金构成一定的经济门槛。抖音电商因不同主体、类型和类目，往往会规定不同

的保证金数额和资质要求。如 X5 所在村盛产蜂蜜、灵芝，他试图以公司身份打通电商渠道，改变传统的

中间商模式，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但由于蜂蜜和灵芝属于“传统滋补营养品”，经营者

需向平台缴纳 20 万元保证金，同时需要食品生产许可证，而办理该证“要有工厂，300 平的厂房租赁合同、

设备、在职员工社保缴纳记录，还要商标品牌授权”，同时商标需要“找人代办，一个品类一个商标，有

三四十个类目，一个类目就要 1000 多的代办费”（X5，20230526）。否则，只能花钱找大企业“挂靠”，而“挂

靠”则意味着回归中间商模式，不能够真正带动农户。

另一方面，平台规定的“7+7 天”回款模式对经营者的资本储备及风险抵抗能力提出了挑战。如 X6

的电商公司有 12 个直播间，每天出货成本在 40 万―50 万元，公司超过 500 万元资金处于平台流转之中。

流转中的资金对于经营者而言即是有风险的经济成本，风险会在“封号”时发生，比如主播在卖滋补类

农产品时将其说成药类功效，那么就会导致封号，“我们的直播间只认证滋补类，所以就算某种产品能‘降

三高’，主播也不能说，一说就封号了（注 ：属永久封号的情况），封号了平台中流转的钱就没了。”（X6，

20230604）因此，他将直播分散到小红书、快手、视频号，甚至支付宝、携程等平台，既是出于流量变现

的考虑，也是对经济风险的规避。

2. 可见性的不平等分配

平台媒体中的注意力即“可见性”，㊴抖音平台的可见性生产往往由算法所主导，用户常称这种由算

法支配的可见性为“流量”。流量不仅关系到短视频、直播等视觉内容的呈现，更涉及作为公共资源的技

术红利分配。

电商平台的用户常将总流量比作一个既定的“流量池”，而算法则在暗箱中控制着流量分配。竞争

即是在既定算法规则之中展开的可见性争夺 ：“现在做抖音，要会看数据，会分析流量才行。”（X11，

20230702）同时，算法不仅制造可见，也构造“不可见”的压力，即“限流”：“不知道是不是被限流了，

限流了别人就看不到了，农产品也卖不出去。”（P5，20230602）

在电商用户中，通过“投流”争夺可见性是公开的秘密。X5 认为 2022 年以后“三农”内容方面同质

化竞争激烈，平台较少扶持新作者，账号主体只能花钱买流量。但可见性争夺的最终目的在于增收，如

果流量不能转化为销售额，也会导致亏损。此外，不少用户出于成本考虑不得不“做自然流”。如 Q3 和

Q4 是某镇政府的志愿主播和镇长，没有充足的资金，很难将成本花在“投流”上，于是采用延长直播时

间的方式争取流量：“投流太贵，而且变现上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不看流量看成交，每晚播 4 个小时。”（Q4，

·乡村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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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30）

3. 物流规模经济门槛

电商平台能够实现跨越时空的互动与交易，但平台的高效运转依然不得不依赖交通、物流等传统基

础设施。正如戴维·莫利在重新定义媒介与传播时将“物的流动、交通运输及地理”涵盖进来。㊵在我国

广袤的乡村土地上，分散化的物流如今依然是制约电商平台下沉的一大难题。我国农业生产仍然以家庭

为基本单位，个体农户的物流规模普遍较小，而农户数量庞大、分布面广，乡村物流体系呈现出分散化

特征。对于普通农户而言，小规模、分散化的物流需求难以触及规模经济效应，由此制约了那些有条件、

有意愿的农户拓展电商的平台渠道。

例如，P1 开通电商想要带动本村农民的水果出村，但他很快发现，农产品电商并不能给农户带来额

外收益，因为物流费用反而会增加小规模种植户的经营成本，农户难以在竞价激烈的电商平台上获得比

较优势。但合作社带头人 X4 则否认了物流成本的问题 ：“‘物流压缩收益’这个说法错了，只要销售量达

到一定规模，快递费就不是问题，快递 10 块，量大就可以 6 块，甚至 5 块以下，成本可以压下来。”（20230516）

P1 和 X4 的情况并不矛盾，因为 P1 所在村的水果并不是规模化种植，在没有达到一定量的情况下物流成

本无法获得递减，而 X4 的合作社则将小农户组织起来，触发了规模经济效应。

此外，物流成本也存在地域性区别，构成了电商发展机遇的差异 ：“江浙沪三四块钱能批量发的物流，

我们这边（陕西）都七八块了，就这么两三块差异其实决定了能不能做电商。”（X10，20230624）“云南

做电商的物流很贵，一公斤省内 6 到 8 块，云贵川要 10 块，到东三省要 30 块。”（X6，20230604）

综上，一方面农户现状表现为规模分散、资金缺乏和媒介技能弱势 ；另一方面，电商平台对普通农

户在资金储备、媒介技能与经营规模方面又构成一定的准入门槛。三重因素相互铆合，就构成了普通农

户准入平台市场的结构化困境。因而，基于乡村经济能人的再分配机制就成为普通农户参与电商平台技

术红利共享的重要路径。

五、技术红利的分配路径：能人转译与农户普惠

农户相对平台市场的结构化困境如何突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返乡能人在“回嵌”乡土的同时，充

分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优势，发展现代农业经营，并带动普通农户参与电商平台，实现了技术红利的乡

土普惠。正如吉登斯所言，约束性不是结构的唯一特征，结构也同时具有促动性，行动者同样能够利用

资源突破结构的约束性而实现结构的再生产。㊶那么，乡村经济能人借助何种资源，实现对结构化困境的

突破，并再生产出一种能带动普通农户共享技术红利的分配路径呢？

（一）能人“回嵌”：城乡流动资本与乡土责任

1. 基于城乡流动的资本积累

乡村经济能人多为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或涉农企业的经营主体，也有专职带货主播。他们在身份

上多为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或大学生，拥有从农村到城市、再返回农村的双向流动经历。能人在城乡

流动经历中突破了小农阶层再生产方式，获得乡土社会难以积累的经济和社会资本。正如布尔迪厄所言，

社会资本具有自身再生产的潜在倾向，㊷当经济能人“回嵌”乡村之后，他们就将城乡流动经历所积累的

资本投入到现代农业经营当中，实现了对结构化困境的突破。

一方面是经济资本的积累。经济资本积累是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返乡青年之所以比传统农民更

有机会扩大农业规模并从事电商经营，是因为在同等劳力下，城市务工收入远高于务农收入。务工经历

有助于经济资本的积累，而传统农民的务农收入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比如 P5 利用外出务工 3 年的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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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将种养规模扩大至原来的 3 倍，并将剩余资金用于发展电商。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也是能人在城市流动中所获得的重要社会资本。首先是获得团队管理经验和数

字媒介技能，比如 X6 就利用在城市务工期间所习得的短视频及电商媒介技能，在返乡后即围绕三农电商

组建团队进行创业。其次是获得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意识和能力。许多返乡者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交往

意识和交往能力，常常会在创业前利用既有社会关系走访大量农场、合作社或企业，比如 X2 说 ：“培训

能把做农业的人聚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交流，有关系了，可以有联系去走访学习。”（20230511）

2. 乡土责任的三重耦合

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为责任所感召的人会“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㊸政策动员、乡土情结和家

庭伦理的三重责任感召是能人返乡的主要动机，也是支持他们以个体韧性承担责任和风险、带动普通农

户共享电商红利的关键动力。

首先，国家政策始终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㊹此后

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积极引导农民工、毕业生、退伍军人以及各类青年人才下乡或返乡，以“人才振兴”

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回应“谁来种地”的问题。㊺返乡能人也意识到 ：“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以后的

地该由谁来种是个问题，不仅政策提，我们也这么认为。”（P1，20230429）

其次，故乡情结也唤起了诸多农民返乡的意愿。每逢春节，农村的荒凉不免引起游子对家乡和父老

乡亲的同情。X5 就阐述了其返乡创业的目的，希望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助父老乡亲增加种地收入 ：“过年

回去村里很荒凉，留家里的农民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但挣的钱最少，我父母那辈现在还在种地，早上

五点多干活，晚上八九点才吃上饭，劳碌了一辈子。”（X5，20230526）。

此外，家庭本位的责任意识也是许多青年返乡的重要动机。一方面，许多受访者认为留在父母身边

是一种尽孝方式，如 X2 即是因为父亲不能下床而回乡，他只好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做电商创业 ；另一方

面，农民工子女在非户籍地入学也面临费用昂贵和入读困难的问题，但他们又不愿让孩子们独自留守乡村，

因此不得不选择返乡陪伴和教育孩子。

（二）转译网络的生成 ：经济联结与媒介信赖

虽然乡村能人的个体成功并不具有普遍性，也并未真正突破农户所面对的结构化困境，但它还是在

某种程度上为激发广大农民的主体参与和共同发展，实现电商红利向普通农户的再分配提供了机会。“能

人路径”并非指技术红利经由能人向普通农户的简单流动，而是一种系统性转化 ：能人通过现代农业经

营和电商平台的嵌入发展，推动了乡村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生活形态的改变，从而带动了普通农户分

享电商平台的媒介技术红利。

拉图尔将一切人与非人行动者都称为“转译者”。他认为转译者不是占位符，而是作用于异质性因素

之间的，能够制造差别并促使信息、条件发生转化并建立联结的过程。㊻如果将乡村经济能人视为核心转

译者，则可以追问 ：第一，能人“回嵌”乡土过程促发了怎样的关系联结或交往方式的转变？第二，能

人所引入的作为非人行动者的“电商平台”，是如何嵌入既有社会网络，并实现普通农户的技术红利共享

的？

1. 乡土关系的经济联结

行动者与周遭行动者之间存在一种“总体网络”关系，新的行动者在进入既有网络时，会影响原网

络中的行动者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㊼能人“回嵌”乡土，成为乡村既有关系网络中的新行动者。他们通

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办农场、公司企业以及电商创业等方式，往往会引发既有经济关系的理性化、

契约化转向。他们也可通过雇佣或带动方式，将普通农民吸纳于经济联结中，调动其积极性或主体性。由此，

乡村社会便得以围绕经济联结关系形成新的媒介应用与传播网络，实现农户与电商平台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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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乡村，传统的乡土交往关系依然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和乡村内生性经济联结的基础。就

研究所涉及的 5 例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本村农民始终是合作社组建、经营与发展的根基。比如 X4 牵头

的合作社在数量上覆盖了同村 90% 的农户（370 余户），其中很多都是五六十岁的老辈农民 ：“我必须在

直播上争这两毛三毛的差价，这几毛的差价会影响农户一两千的收入，这影响的就是我们村很多家庭的

生活质量，是我这里村民的吃饭问题。”（X4，20230516）

同样，能人创办的乡村企业也离不开乡土关系基础的支持，而传统的人情关系也会对能人的资本运

作形成基于乡土伦理的约束，以防止资本在乡村的异化。例如 X16 返乡创办的农产品电商公司与村委会

合作培训主播，在雇佣上有意将主播岗位提供给村民，尽管运营中出现了停播处罚的情况，但出于人情

关系，也并未扣发薪资。

另一方面，如何将乡土关系组织为契约理性的经济关系，是形成乡村内部经济联结与传播网络的关键。

以 X4 的合作社为例，他认为虽然参与主体都是本村人，但是组建合作社即意味着一定的组织化，带头人

需要与农户提前商议种植方式、农资农技及销售预期，以在此基础上签订合同，并随时走访，与各农户

保持沟通 ：“农户要遵守合同规定，我也要做好日常管理。怎么和农户协商沟通，把村民组织成合作社的

种植户是很重要的。”（X4，20230516）

另一位合作社带头人也说：“合作社对农户需要一种类似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和传统的农业不同的。”

（X2，20230511）契约交往有助于将松散的乡土关系转变为组织化的经济联结，而关系的组织化正是破解

平台准入困境的关键，普通农户正是经由乡土关系的组织化获得了电商平台红利的共享。

可见，能人“回嵌”乡土不仅是空间上的再嵌入，更是以崭新的行动者身份促动传统乡土关系，推

动乡村经济关系层面的复杂“转译”：一方面，传统的熟人信任与人情关系是乡村内生性经济联结产生的

基础，它既是能人带动乡村共同发展的核心动力，也对可能发生的资本运作构成乡土伦理约束；另一方面，

松散的乡土关系并不适应于现代农业经营和电商平台的嵌入，因而需要能人在乡土关系基础上建立契约

化、组织化的现代经济模式，以打破资金、规模和媒介上的结构化困境，带动普通农户的主体参与，并

促成电商平台技术红利的共享。

2. 电商嵌入的媒介信赖

电商平台作为关键的非人行动者，如何嵌入能人-普通农户的经济联结网络？正如格兰诺维特所言，

经济行为总是嵌入在社会情境当中的，社会因素会对经济行动产生深刻的影响。㊽在乡村社会，电商平台

既是一种媒介，又意味着一种崭新的经济行为，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并不是单向的，也会受到既有行动

者及社会关系的反向重塑。传统农民对电商平台的媒介信赖，深刻影响其应用成效。

电商平台被返乡青年能人引入乡村之际，常会遭遇传统农户的不信赖，这会对电商发展及技术红利

再分配产生负面影响。斯科特指出“安全第一”是东南亚农民生存伦理的第一经济行为准则，㊾数字平台

的信息内容与虚拟交易方式常常有违传统农民对经济行为的安全判断。返乡创业者 X5 在与农户洽谈电商

合作时，50 余户中仅有 2 户存在合作意愿 ：

“很多都觉得天下没这种好事，不相信靠手机就能把农货卖出去。如果一个村能谈下来合作的农户很

少的话，合到一起递减成本的事儿就不成立了，因为规模小啊。”（X5，20230526）

依据行动者理论，能人作为转译者，必须首先定义电商嵌入，让农户理解电商平台的媒介运作逻辑 ；

其次，应将数字媒介促进增收的机制问题阐述清楚，让农户充分感受到电商平台可产生的实际利益 ；再

次，是征召电商平台应用的“早期采纳者”，㊿展现先例；接着，通过广泛动员，在前期采纳者的推广之下，

扩大电商采纳的农户群体 ；最后，防止行动者的异议，解决信赖问题，在排除异议的过程中不断优化合

作策略，形成稳定的媒介应用网络。这即是能人将电商平台向农户转译的过程，最终农户被鼓励成为电

商实践中积极主动的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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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商平台嵌入乡村的过程中，基层干部作为早期采纳者和关键动员角色的加入，是能够排除异议、

有效破解信赖难题的关键。许多返乡经济能人在起初遇挫之后，会转而寻求基层干部的支持，获得政治

话语的“背书”，以间接方式重新建立村民对电商的媒介信赖 ：

“我是（得到）村支书支持，所以我们村老百姓愿意跟我搞电商，他能帮我跟村民说清楚我为什么要

搞短视频要搞直播，这个对他们有什么用，他们信村支书的话，不一定信我。”（P5，20230602）

“让他们（村干部）去和村民沟通农货，会比我去一个个走访（普通农户）要容易得多，村支书知道

怎么说服老百姓，那些干部是很乐意的，毕竟能解决村里那些土货卖不出去的问题嘛。”（X6，20230604）

原因在于，多数经济能人长期脱离乡村熟人社会，返乡的再嵌入意味着需要重建与村民之间的信任

关系。而基层干部一方面拥有与村民长期维系的熟人关系，另一方面又掌握一定的政治话语权。这一双

重优势使其能够成为扮演破解媒介信赖难题的关键角色。因而，在能人转译的过程中，基层干部的加入，

依托政治背书、熟人关系与社会权威等深层的文化根源，能够排除异议，建立广大农户的电商媒介信赖。

而一旦传统农民建立了对电商平台的信赖心理，他们就会接纳甚至自主地开始使用这一媒介，例如受雇

到电商公司做“村播”的 Q6 也说 ：

“一开始我不信什么直播能卖东西，后来看到培训啊就去了，我现在给公司做，上直播我就信了，一

次直播卖出去几十单我还挺有成就感的。现在我闲着也开始建自己的抖音号，会在上面卖东西，我还跟

我的朋友说这个抖音呢。”（Q6，20230804）

综上所述，乡村经济能人通过电商平台向普通农户的技术红利再分配，实际上是一个转译过程。我们

可以将这一机制称为“能人转译”：能人、广大农户、基层干部及电商平台组成了一个多元异质主体共同

参与的行动者网络，而能人就成了其中转译式分配的关键。能人作为关键行动者，促动了两种转化与生

成过程 ：其一，通过现代农业经营，吸纳、影响或辐射普通农户，并将传统的乡土关系向契约化、组织

化的经济关系转变，形成内生性的乡村经济联结模式 ；其二，建立普通农户对电商平台的媒介信赖，使

农产品电商平台得以在乡村经济联结的基础上产生普惠的技术红利，以此惠及广大农户。

六、结论与讨论：作为方法论的“能人转译”

尽管互联网在理论上为所有人提供了准入平台的机会，但由于资金匮乏、媒介技能弱势和家户经营的

现状等制约，普通农户仍然难以直接触及电商平台的技术红利。那么，困境如何突破？在历史上，我国

乡村经历了由“国家-士绅-农民”三层结构到“国家-农民”两层结构的转变。乡村精英在乡村始终占据“结

构洞”优势，往往成为协助国家进行乡村治理的第三方，■是沟通国家与地方的桥梁。在乡村振兴语境下，

又出现了一批助力乡村经济发展、带动广大农民群众的“新农人”等乡村经济能人。他们不同于传统士绅

依靠其功名与宗族庇护获得权威，而是在乡村社会传播或利用新信息、新思想、新媒介的先行者，是在

新时代的乡村展开本土创新并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数字红利的领头者。基于此，本文提出了“能人转译”

的概念，以阐释乡村经济能人作为关键转译者实现电商平台技术红利向普通农户再分配的过程。不仅如此，

结合国家乡村振兴和“数商兴农”战略，还可将“能人转译”进一步建构为一种乡村治理的方法论。

首先，在理论层面，“能人转译”是对中国乡村语境下技术红利理论的本土化诠释。“能人转译”不

是对传统士绅文化的简单复刻，而是中国乡村的社会基础与现代化发展所共同催生的一种基于数字平台

的技术红利共享路径。乡村社会在人口上表现为空心化、老龄化趋势，在经济上呈现出持续性分化，■广

大农民群众无论在人口特征还是在经济基础上都不具备参与电商平台竞争的充分优势，因而“能人转译”

对于农户共享电商平台技术红利具有必要性。农民已然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者，也是参与数字平台技术

红利共享的主体，如何满足广大农民新兴媒介使用的主体需求并实现真正的媒介赋能，是乡村传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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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解决的问题。“能人转译”即是本研究尝试给出的一个答案。此外，“能人转译”也可以拓展为一种

洞悉乡村社会经济、文化运作规则的方法论。

其次，“能人转译”也是对发展传播学的一种本土化尝试。上世纪 70 年代，参与式发展理论取代了

现代性范式从而成为发展传播学的新思维，该理论认为以传播解决发展问题并非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大众

传播和信息扩散，而是源自一种强调地方情境中由内生性力量驱动的近用、对话与参与的横向传播过程。■

乡村传播与发展传播学之间的确存在着不解的渊源。■那么，传播与媒介视角如何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

供认识论层面的理论指引呢？本文所提出的“能人转译”方式即强调 ：这是一个发生在能人、农民主体、

基层干部及电商平台等多元异质行动者共同参与的网络中的转译，行动网络的缔结、发展与运作过程即

是多元主体参与媒介应用的传播过程。这一网络注重广大农民的参与主体性与技术红利的普惠效应，呼

应了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对话、参与和共享理念。中国乡村的参与式发展传播具有鲜明的本土性特征，原

子化的乡村难以形成技术红利共享的发展格局，而能人则可作为乡村关键的内生性力量，在“回嵌”乡

土的过程中有效地促成农民主体的参与式发展。在此，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士绅文化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

景下发生了再语境化，而“能人转译”则是一种基于乡村情境对中国本土发展传播学所做出的理论尝试。

最后，在实践层面，数字乡村建设需要辩证地平衡好人才振兴与乡村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

“能人转译”提示着数字乡村建设须与人才振兴相结合，人才的“转译”角色将有助于数字赋能在乡村社

会的落实，有助于克服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等趋势。以返乡青年为主体的乡土人才具有带动乡村发展的

能力，尤其在互联网促动的数字经济上，从事现代农业经营的经济能人，相比普通农户更有可能突破电

商平台的准入困境，建立乡村经济联结并带动农户共享平台的技术红利。因此，基层政府需不断优化人

才返乡下乡政策，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借助数字媒介应用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农产品与城市消费市场对接。

只有在人才政策的鼓励与支持下，返乡、下乡青年才能真正发挥其“结构洞”优势，成为勾连城市与乡村、

数字经济与传统农业的转译者。

另一方面，“能人转译”并不意味着能人的单一行动，同时也是多元异质主体构成行动者网络的过程，

因此需要厘清多元异质主体的行动逻辑，化差异化动机为协作联动的动力。在能人路径下的技术红利转

译网络中，新型经营主体、广大农民、基层干部分别代表着资本逻辑、乡土逻辑与行政逻辑。能人的电

商发展，既是数字应用的推广，同时也是一种资本的运作，一种乡村伦理的实践 ；在党的基层建设层面，

也需要建立一套意识形态、知识界和村民对资本共同监督的机制，■以引导或监督能人与村民的积极互动，

避免资本的异化 ；而广大农民虽是发展的主体，但也需要被鼓励和组织，需要培育涵养市场精神，才能

唤起乡村的内生性动力 ；乡镇政府则是沟通国家与乡村地方的枢纽，需要实现向服务型职能的积极转化，

以完善的公共服务和体制机制，鼓励各种能人嵌入乡村以实现媒介技术红利向广大农民群众的普惠性转

译，从而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责任编辑 ：赵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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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by Capable Individuals ：The Media Technology Dividend Distribution 
Mechanism in "Digital Commerce for Agricultural Prosperity"

Li Hong，Liu Huiyu

Abstract ：This study，framed within the concept of the "technology dividend，" employs in-
depth interviews，grounded theory，and other qualitative methods to investigate why and how the 
technology dividend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platforms is redistributed through nengren （capable 
individuals）.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two core categories ："the structural dilemma of capital-media-
scale" and "the transla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technology dividend." Farmers encounter structural 
barriers in accessing e-commerce platforms due to limitations in capital reserves，media skills，
and business scale，making nengren crucial for facilitating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sharing of 
e-commerce dividends. A network of diverse actors—including nengren，farmers，grassroots cadres，
and e-commerce platforms—forms a collaborative actor network for technology dividend sharing. As 
key translators，nengren transform local relationships into economically rational contracts while 
fostering trust in e-commerce among farmers，thus enabling the embedding of e-commerce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the technology dividend. Additionally，the study develops a "nengren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at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providing a localized interpretation of 
technology dividend theory. I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at the meso level，underscoring the vital role of tal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project of digital agriculture，technology dividend，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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